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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of Liushi Township in Yueqing, Wenzhou,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herent logic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wnship spatial

features. As a prototype of bottom-up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Wenzhou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numerous small private businesses, extensiv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alue-chain creation, and market-driven integration between sales and production.

Village land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have been developing village industrial zones

to accommodate home-based family businesses. After 40 years' development, Liushi

has achieved spatial agglomeration where informal finance based on social trust

among villagers provides critical capital to the businesses and industrial zone

development. Rurality is still in place, and the bottom-up path-dependent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a highly industrialized but not urbanized town. Social

capital has contributed to both inclusiv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exclusionar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nzhou needs to further open up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outsiders.

Keywords: Wenzhou model; private business; villager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l

financ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social capital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历史上山区不通畅的道路交通阻碍了其与长江三角洲腹

地的联系，1950年代开始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禁运和海防前线，使温州长期处于与外

界相对隔绝的状态。本地人口众多，耕地稀缺，农业人均产出低下，没有历史传统的制

造业更处于落后的状态。1978年，温州仍然是农业经济主导，农业产出占国民经济产值

的42.2%，城镇人口10.0%。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大幅度改变了温州的经济结构，2020年，

农业产出只占国民经济产值的2.3%。1978—2020年期间，国民经济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16.1%[1]。温州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造就了这个非凡成就，主要特点是产业集群和高

度的产业链分工。

温州地级市总共118个乡镇（2022年数据），其中18个为制造专业镇（图1）。柳市

镇是18个工业强镇之一，专注低压电器生产。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柳市镇33.2万常

住人口，镇域92.3 km2。工业总产值1980年是1200万元，2000年是82亿元，2019年达

到660亿元。1980—2019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24.7%[2]。辉煌的工业化造

就了著名的浙江温州模式，成为与江苏苏南、广东南海、福建晋江模式并列的中国乡村

提 要 以乐清市柳市镇为案例，探讨

温州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物质空间结构

之间的内在逻辑。温州模式是自下而上

乡村工业化的典范之一，其基本要素是

民营企业主导、小型企业为主、村民广

泛参与创业并形成产业链和高度专业分

工、市场需求推动的产品销售与制造产

业链紧密结合。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利用

集体土地建设村工业小区，将家庭作坊

式生产提升成为园区制造。经过40年的

发展，柳市镇基于村工业区的相对空间

集聚成为温州模式的空间特征。非正式

民间金融基于农业社会的社会信任，依

赖熟人脉络或血缘关系为民营小企业和

村工业区建设提供决定性的融资，包容

性非农发展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

农业时代的村庄社会为中心的格局依然

有效，自下而上的路径依赖式发展导致

工业强镇而非工业强市现象。温州模式

固有的社会资本成为本土包容性和开放

排他性的双刃剑。温州可持续发展需要

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打造真正

的城市化空间开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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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发展经典[3-6]。

注：工业强镇的确定主要根据镇域内的工业企业数
量，温州小企业居多，企业数量反映温州经济的活力。

图1 温州地级市域及18个工业强镇
Fig.1 18 industrial towns in Wenzhou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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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于 1986年提出“温州模式”

这一概念并首次将其特征提炼为“以商

带工”“小商品大市场”[7]，对温州模式

的研究从此开始。费孝通[7]认为温州模式

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自发形成的流

通网络，而熟人社会关系是此流通网络

的联系纽带。史晋川[8]、秦政强[9]等学者

指出温州模式中具有由亲缘关系、地缘

关系、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互惠性的交易

网络特征。任晓[10]聚焦于微观制度转型

的政企互惠性利益角度，解释了温州地

方政府与民营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稳定的

互惠式生产性政治关系。陈国权等[11]提
出温州熟人社会的高度信任与紧密关系

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在市场经济拓展初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由上述研究动向可见，相关研究未从空

间结构视角探讨温州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

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

经济发展改变了城乡空间格局，新的城

乡空间格局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和内涵。集体土地作为村经济组织生产

资料和经济资产具有两重性，决定了由

乡镇企业带动的农村工业化普遍导致

“村村冒火，家家冒烟”的空间现象，农

民企业只能利用所在村的土地资源，造

成建设用地布局空间细碎[12-13]。昆山与

南海都是农村工业化县级经济发展的典

范，市场主导和政府管治的分工程度不

同导致昆山与南海的空间特征不同。本

文以柳市镇为案例，深入探讨温州模式

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资本如何决定乡镇发

展的空间特征。城乡规划的本质是空间

规划，空间结构本质上由社会经济发展

模式所决定。

1 温州柳市镇自下而上的农村工

业化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一是民营企业主

导而非集体企业。早在1972年，马仁桥

村 11个农民各出资 200元，成立柳市镇

第一家民营合资电器厂。至1975年，员

工规模达到 125人。至 1980年和 1995
年，电器生产企业分别达到 45家和 629
家。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制约，

乡镇企业必须是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

无法正式运作（马仁桥村第一家电器厂

后被政府关闭，参与农民被批判）。柳市

镇上园村委会于1979年成立集体所有制

“柳市胜利电器厂”，其主要功能是给村民

挂户经营，办理五金电器业务合同和经费

转账业务，为民营企业提供方便，带上

“红帽子”，免于来自上级政府的审查和政

治压力[14]。苏南乡村发展以集体所有制

企业为主，但是因为产权不清晰，以致

在1990年代中期必须改制转型。温州模

式初始即由民营企业主导，避免不必要

的改制转型带来的成本。1980年代中期，

改革政策正式承认民营企业合法地位，

温州企业不再需要“红帽子”，柳市制造

企业数量迅猛提升至 2020年的 12 326
个，其中70%从事低压电器生产[15]。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二是小型企业为

主。早期企业数量少，需要非农就业的

农民相对多，1980年平均企业员工规模

是80人。随着企业数量增多，1995年平

均企业员工规模降低至 41人[16]，2017年
更下降至 14人[17]。大量小企业说明柳市

镇的企业密度高，达到每 20个当地人

口、每 0.8 hm2一家企业。分析温州全

市、18个工业强镇和柳市镇的工业数据

（表1），可以推导出温州模式主要归功于

产业结构中大量有活力的小企业。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三是村民广泛参

与创业。从相对人口、空间的企业高密

度状态，可以推算柳市镇村民高度参与

创业而不仅仅是参与打工。根据上园村

志记录，早在 1996年，10.3%的村民就

有自己的企业[14]。如今大量小企业从事

低压电器产业，说明了高度的劳动分工

和专业生产，企业集聚的动力来自经济

活动的规模生产和产业链。产业集聚能

够形成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市场信

息[18-20]，企业集聚和合作需要地方社区

内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支持[21]。建

立在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默契和社区内

部的信任能够增强合作和有效的协调交

易，由此降低交易成本。柳市镇村民长

期共同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区，

农业耕作需要的集体协作经历促使建立

在乡村社会信任之上的产业链的形成。

乡村社会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产

业链的可持续社会成本。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四是市场需求推

动的产品销售与制造产业链紧密结合。

电器门市部与制造业同时并进，第一家

制造企业成立于1972年，第一间低压电

器门市部成立于1978年。镇区的电器产

品销售在1980年达到54家，1981年达到

300多家， 1984年猛增至 1000多家。

1990年代初，上园村建立“柳市有色金

属材料市场”、长虹村建立“柳市中国电

器城”：前者为产业链初端，为产品生产

提供原材料；后者为产业链终端，成品

走向市场[16]。中间产品从上游企业流向

下游企业也是通过大量的中间产品商业

市场实现（图 2）。产业链中未完成产品

图2 连续循环的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链
Fig.2 The supply chain of electric apparatus

in Liushi Township

表1 温州乡镇工业化特征（2017年）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Wenzhou's Township indus⁃
trialization(2017)

范围

全市118个乡镇

18个工业强镇

柳市镇

平均企
业员工
规模/个
26
22
14

规模以
上企业
占比/%
4.7
4.5
3.0

工业企业密度
（本地人口数量/
工业企业数量）

125
63
20

注：“规模以上企业”指年产值达 2000万元以上的
企业。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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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之间通过物流交接，适合于大企

业签订合同的生产方式。小企业数量多、

生产规模小，适合于通过第三方商业市

场销售联结上下游企业。变化的市场需

求及时通过销售价格信息反映到产品的

生产计划中，以此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加快初始资本积累的速度。

2 温州模式的空间结构：基于村

经济单元的相对空间集聚

早期的温州小企业都是家庭作坊，

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年产值 10亿元以上、

有著名品牌的大企业也出身卑微。家庭

作坊不具备现代工业所必需的技术，也没

有资本购置机器设备，产品质量必然低

劣，所以1980年代柳市的电器产品声名

狼藉。为提高产品生产质量，必须建设

工业小区和购置生产设备。乡镇的土地

资源主要在乡村，集体土地成为乡村

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在工业化推动下，

1980年代初分配至农户家庭的承包耕地

被重新整合成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1990年代初，8个村土地股份合作

社首先利用所在村整合后的土地资源，

分别成立 8个村工业小区。随着全国城

市化快速发展，对低压电器的需求快速

上升，其他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开始开

发工业用地和厂房。工业厂房代替家庭

作坊，温州模式进入新的生产方式，工

业化水平提高推动了空间格局改变。柳

市镇建设用地从1984年的9.1 km2增长到

2020年的 35.1 km2，其中工业用地占比

20%（图 3、图 4）。工业化空间布局揭

示：①以村为单位的工业用地开发，使

得“家家冒烟”已经基本终结，而“村

村冒火”仍在进行；②村工业用地规模

与镇区中心距离成反比，形成相对集聚

的空间结构；③中心镇区周边村以商业

销售为主，最早从事工业生产的上园村、

长虹村产业“退二进三”，显示了镇中心

区商业销售主导工业发展的作用（图5）；
④外来流动人口分布也呈现相对集中的

空间结构，2020年外来打工人口 10.4万
人，其中 5个中心镇区村庄容纳 1.87万
人（占18.0%），13个近郊村庄5.11万人

（49.1%）， 52 个 远 郊 村 庄 3.42 万 人

（32.9%）。
1984年柳市镇工业总产值是1560万

元，2010年达到 432亿元，1984—2010
年期间平均年增长率 36.8%，柳市镇成

为中国低压电器生产中心[22]。1984年柳

市镇建设用地总量9.1 km2，2010年建设

用地总量上升至27.3 km2，1984—2010年
期间建设用地效率从 1.7万元/hm2（1984
年）提高至 1582.4万元/hm2 （2010年），

提高幅度显著。

3 非正式民间金融引导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

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历史悠久，传

统俗称“银背”，指金融中介从民间集资

再向民间贷款，贷款利息高于集资利息，

中介承担贷款人破产或被欺骗的风险。

大众媒体一般关注民间金融诸如高利贷、

资本炒作诈骗等负面报道，实际上民间

金融是温州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集体所有制土地被认为是“生产

资料”而非“经济资产”，没有官方认可

的产权证明。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发工

业小区无法通过抵押土地获得银行贷款。

缺乏初始资本的村民创立民营小企业，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抵押而得不到

银行贷款。正式的金融体系不支持乡村

发起的民营工业化，温州工业化发展只

能依赖非正式的民间金融。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 1995—2000
年期间，上海的银行贷款在城市全社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中 占 比 在 18.4%—

22.4%[23]。作为县级市的昆山，银行贷款

在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是

11.8%，农村地区的占比是 2.1%（2010
年） [24]。温州乐清市银行贷款在乡镇的固

N

0 0.5 1 2 km

村界
1984年建设用地

图4 柳市乡镇建设用地分布（1984年）
Fig.4 Built-up areas in Liushi (1984)

建设用地
工业用地
镇中心区

N

0 0.5 1 2 km

注：*柳市有色金属材料市场；#柳市中国电器城；1—长虹村工业区；2—后街村工业区；
3—东风村工业区；4—扶贫工业区（苏岙村）；5—苏吕村工业区；6—智广村工业区；

7—外向型工业区（翔金垟村）；8—西仁宕村工业区

图3 柳市乡镇建设用地分布（2020年）
Fig.3 Built-up areas in Liush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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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中占比是3.2%（1989） [25]。正

式的金融机构对乡村发展的支持远少于

对城市发展的支持。根据史晋川等[26]的
调查，1998年，国有部门对温州国民产值

的贡献是6%，但是这些部门获取了国家金

融机构80%的贷款。1993年，温州民营企

业资金构成中，自筹资金占比40%，民间

金融占比40%，银行贷款仅贡献20%[26]。
在 1990—1998年期间，正式金融机构对

温州私人企业的贷款仅占总贷款的

3.9%—6.9%。1990年代温州乡镇建设的

70%投资来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各级

政府控制部门的投入只占10%左右[26]。
非正式的民间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多

见，特别是在具备社会信任的社区生活

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7]。当地人

之间的高度合作和信任（如北京的浙江

村）使温州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社会资本

的地区。根据温州市政府2004年的抽样

问卷调查，温州人在馈赠礼物方面平均

花费 10.8%的可支配收入，在浙江省名

列首位。交换礼物是增进社会互信和人

际关系的重要手段。2011年温州人购买

礼物的预算比 2004年提高 92%[11]。土地

股份合作社进行土地开发需要向合作社

村民股东和民间金融融资，缺少资本的

民营小企业主只有通过向民间金融贷款

的途径创办企业。众多的小企业和大量

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发工业用地产生了

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民间发起人组织

“会”集资，大部分“会”未经注册，在

熟人之间运作[28]。根据温州一家银行在

2011年的调查，大约 89%的本地家庭

（村民家庭居多）和 60%的企业参与集

资[29]。据调查，民间金融占全国民营企

业贷款总数的 50%[30]。1990年，温州民

间金融融资50亿元，占银行贷款总数的

80%[31]；据估计，2019年温州民间金融

融资总数达2300亿元[32]。
柳市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由非

正式的民间金融支持。数以万计的民营

企业和建设用地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资金相对短缺，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了

贷款利率居高不下。一方面资金不足，企

业无暇进行技术投入，城市建设标准低；

另一方面，高利率逼迫企业提高效率，村

土地股份合作社提高厂房租金。土地稀

缺和资金稀缺推动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

也造成城市建成环境质量低下和企业技

术创新不足，长远期可持续发展堪忧。

4 温州模式的包容性和排他性：

社会资本双刃剑

自治村庄土地股份合作社和民间金

融支持民营小企业推动了柳市镇的工业

化，自下而上的建设用地开发下的工业

化、城市化充分反映了村民和村庄集体

的利益。作为集体经济的村土地股份合

作社为民营私有企业提供生产空间，集

体经济发展依附民营经济壮大，村民充

分创业。2021年96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的平均非农土地租金收入为 472.9万

元[33]。前者是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后者

是体现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温州模式

所代表的是包容性非农发展。上园村土

地股份合作社 1983年新建 245间和改建

220间店铺，每户村民家庭都能分到一间

店铺经营商业，村委会还建造农民小区，

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14]。人民公社时代

村庄之间的平均主义被打破，取而代之

的是“乡乡差别”。2021年柳市镇所有

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最高经营收入是

5230万元，最低是1万元，中位数是210
万元，基尼系数 0.61，区位因素造成的

差别显著。中心镇区周围最高的 8个村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收入总和占柳市

镇总体的45.7%，最低的8个村土地股份

合作社的经营收入总和只占总体的0.5%
（图6）。农业经济时代不起显著作用的空

间区位因素，在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动的

乡镇非农经济中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空间

差别。土地租金将成为柳市镇未来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土地增值归公还是

N

0 0.5 1 2 km

镇中心区
人均工业用地面积/（m2/人）<20 >6020-60 村经营收入

N

0 0.5 1 2 km

注：下方的工业用地原属象阳镇、七里桥镇、黄华镇，2012年才并入柳市镇。

图5 工业用地相对集聚的空间分布（2020年）
Fig.5 Relative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al land (2020)

注：圆点尺度大小表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收入（其中绝大部分是土地租
金收入），最高经营收入是 5230万元（最大圆点），最低是1万元（最小圆点）。

图6 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租金收入
Fig.6 Land rent revenue of village land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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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村？城市化的空间公平是未来需要关

注的要点[34-37]。
土地是村庄集体所有，土地收入支

持的集体经济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包

容性非农发展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

上[38-41]。镇域内的空间差别只体现在村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收入差别上，

温州独立存在的工业强镇现象也反映出

县域内、市域内的发展空间差别，原因

可能在于民间金融运作所依赖的熟人脉

络或血缘关系。因为缺少资产抵押，依

靠信任抵押的非正式民间金融的高风险，

借贷关系只限于熟人圈，而熟人脉络的

空间分布距离有限，以农业时代的村庄

社会为中心的格局依然有效。自下而上

的路径依赖式发展导致工业强镇现象，

而非工业强县、强市现象（图1）。
柳市镇域内基于村庄利益的空间格

局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高土地租

金收入的村庄福利只限于本村村民，而

非在镇域内共享，对外来移民的排他性

更为显现。因为耕地稀缺，上园村 1950
年人均耕地 0.9亩（600 m2），1980年因

为人口增加而人均耕地降低至 0.3亩

（200 m2） [14]。村庄仅能接纳村民新生后

代和嫁入媳妇，所以村庄比城市更排外，

外来移民还有机会申请城市户口，移民

基本没有机会申请村民户口。柳市镇的

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

2010—2020年期间，外来人口占总人口

的 30%左右。但是很少有外来移民申请

本地户口落户，户籍人口 10年间仅从

21.4万人上升至22.8万人[2]。10年间，乐

清市和柳市镇的户籍人口平均年增长率

0.6%。作为比较，同为县级市的昆山，

2010—2020年期间的户籍人口平均年增

长率是 4.1%[42]。杭州同时期的户籍人口

平均年增长率是 1.7%[43]。自下而上的乡

村工业化固然显示了对本地村民的包容

性，村民直接得益于非农发展，但体现

本土村庄和村民利益的城市化空间，同

时也呈现出对外来人的排他性。温州模

式的包容性和排他性体现了社会资本双

刃剑特性，发展的路径依赖规律使得乡

村的排他性进入应该具备开放性的工业

化非农空间。

社会资本双刃剑使得柳市镇早期的

快速发展进入瓶颈状态，长期可持续发

展遇到挑战。工业总产值 2011年 610亿

元，2020年 687亿元，在低值 560亿元

（2012年）与高值687亿元（2020年）之

间徘徊， 2010 年代平均年增长率仅

1.3%[2]。城市化空间宏观结构体现了制

造—销售相互推动生产方式的空间集聚

逻辑，而城市化空间微观结构反映了村

庄利益分割城市整体格局而呈现空间细

碎化的结果。城市化空间的排外性阻碍

温州继续发展，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

转型是温州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所在。

5 结语

改革开放使得温州一跃成为乡村工

业化发展的典范，农业乡镇变成工业强

镇的发展造就了非凡的温州模式，自下

而上乡村工业化的特点是产业集群和高

度产业链分工。

温州柳市镇形成低压电器产业集群，

其生产方式具备四个特点。其一是民营

企业主导，而非集体企业；其二是小型

企业为主，2017年平均企业员工规模14
人，规上企业占比 3.0%，低于全市平均

值 4.7%；其三是柳市镇村民高度参与创

业，大量小企业从事同一产业说明高度

的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产业集聚形成

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市场信息，建

立在乡村社会信任之上的产业链能够降

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其四是市场需

求推动的产品销售与制造产业链紧密结

合，小企业数量多、生产规模小，适合

于通过第三方商业市场销售联结上下游

企业。

产品的市场竞争促使柳市镇从早期

简陋的家庭作坊生产逐渐转移到工业小

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主导工业小区开

发，集体土地成为乡村工业化的重要载

体。转型后的生产方式引起基于村经济

单元的建设用地空间向中心镇区的相对

集聚，以村为单位的工业用地开发基本

终结了“家家冒烟”，而“村村冒火”仍

在进行。中心镇区周边村经济转型，从

制造转向工业原料、中间产品及最终成

品的销售。柳市镇经过 30年 （1980—
2010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低压电器生产

中心。

民营小企业和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主

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无法得到正式金融

机构的支持，民间非正式金融成为温州

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风险借贷成本高昂，资金稀缺推动了经

济发展效率，也造成城市建成环境质量

低下和企业技术创新不足。使广大村民

受益的乡村非农发展模式和民间金融显

示出温州模式的本土包容性，但是乡村

社会特有的排他性使得温州特有的社会

资本成为双刃剑。温州模式的继续辉煌

需要真正的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支持。

基于本土社会资本的非正式经济发

展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

在英语学术文献语境中称为 informality，
众多研究经久不衰，认为在市场和政府

忽视社会低收入群体福祉的情况下，自

发的非正式经济和空间建设无疑是正面的

发展模式。但是，非正式城市化发展一直

是利弊共存，学界、业界、政界因立场不

同而评价不同。自下而上乡村工业化的早

期利大于弊，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打破计

划经济制度的僵化控制，为千年贫困的中

国乡村指出一条致富道路。然而在后期

呈现出不可持续的趋势，生态环境恶化，

经济效率低下，“乡乡差别”造成乡村社

会非农发展的初始不公平[44-47]。各界的

共识是自发建设的城市化空间模式需要

提升，亟待打造真正开放、包容多元、

吸引人才、鼓励竞争的城市空间。

但是已经形成的空间利益结构对于

空间特征更新构成重大的挑战，产权结

构下的“食利阶层”（rentier class）所塑

造的空间结构因为“路径依赖”而被

“锁定”，空间更新成本巨大。打破现有

空间格局的城市化提升需要更大的推力，

而推力需要更有效率的经济发展[48-49]。
尽管中国还是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

也需要防止发达国家老工业城市（如英

国的格拉斯哥、美国的底特律等）因为

产业衰退，产业空间无法及时更新而落

入陷阱、被遗弃的命运。柳市镇的知名

企业，如德力西集团，可以通过向外投

资甚至全球化海外投资发展，获得所需

要的企业开放型人才。与柳市镇经济产

业提升相匹配的城市空间更新，只能在

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长期持续渐进式

进行。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空间结构转型

经验，1991年新加坡战略规划定位为东

南亚中心城市，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促

成 2001年战略规划的世界级城市定位。

城市规划努力在现状土地产权框架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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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原有城市空间格局，以期更新后的城

市空间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世界各地人

才。重要之处是基于空间规划实施的空

间管治手法[50]。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颖、

开欣女士，浙江华地电子有限公司陈鸿

先生协助现场调查收集数据，陈莉、黄

侨协助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济大学朱牧

文、沈凌雁、孙烨、刘洋提供研究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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